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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象征性政策执行：表现、根源及治理策略∗

孙 发 锋

摘　 要：象征性政策执行是指执行主体在执行活动中，热衷于制造象征性符号，用仪式性、表现性活动代替办实事、
求实效，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 象征性政策执行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用政策宣传代替执行、用召开

会议代替执行、用制作文件材料代替执行、用检查考核代替执行、用调查研究代替执行、用局部包装代替执行。 其

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政策自身缺陷、政策资源不足、执行阻力巨大、绩效评价障碍、信息沟通不畅等。 统筹政策制

定和执行、突出绩效评价的结果导向、树立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增强监督的威慑效果、提升信息沟通的有效性，是
治理象征性政策执行现象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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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政府体制、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

因，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常存在较为严

重的“贯彻危机”。 事实上，政策出台后，尚处于文

本状态。 如果缺乏有效的执行行为和富有成效的执

行活动，政策就不会被贯彻到实际中并发挥应有的

作用。 所以说，“真正有意义的政策是现实执行的

政策而不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东西”①。 在当代中

国的既定制度环境下，政策执行一直是亟待加强的

重要环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再制约着政策

执行力的提升。 象征性执行是上下层级间博弈的重

要表现，也是下级应对顶层指令的策略性工具。 所

谓象征性执行，是指执行主体在执行活动中，热衷于

制造象征性符号，热衷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用
仪式性、表现性活动代替办实事、求实效，用轰轰烈

烈的形式代替认认真真的贯彻落实，用光鲜亮丽的

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 从表面上看，象征性执行的

活动和形式具有合法性，环节与程序规范合理。 与

拒不执行、拖延执行等公然“抗命”相比，象征性执

行呈现“阳奉阴违”的特点，隐蔽性、迷惑性更强，危
害性更大。 因此，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并

加以解决。

一、象征性政策执行的表现

象征性政策执行“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甚至

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一种常态”②。 尽管象征性

政策执行易发多发，但是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可能会有不同表现。 不过，从总体上看，象
征性政策执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用政策宣传代替执行

政策宣传是进行政策动员和促进政策认知的重

要手段。 它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便于公众知

晓政策内容和精神实质，营造有利于政策执行的舆

论氛围，进而使政策对象配合政策执行活动。 同时，
借助政策宣传，执行主体能够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
向公众和上级表明自己正在为执行活动做出努力。
正因为如此，许多部门非常重视政策宣传。 但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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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宣传毕竟仅是对政策声明的强调和执行准备活动

的一种，如果政策执行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就会处于

失败的境地。 有学者指出：“政策是指政府实际所

做的事，而不是政府打算做或政府官员声称他们将

要做的事。”③现实中，一些部门将标语、口号作为传

播政策信息的主渠道，以至于其成为执行过程中的

“一道风景线”。 从乡村公路到城市交通干线旁边，
从高楼大厦到低矮的土坯房上，都可以看到各种各

样的宣传标语。 其中不乏有名无实、并不付诸真实

行动的“作秀”式“喊口号”④。 有些地方的标语、口
号粗制滥造，如错字频出、照搬照抄、辞不达意等，使
人不得不怀疑有关方面执行政策的诚意。 总之，政
策宣传绝不能与政策执行画等号，虚夸的言辞也不

等同于政策落实。 在某些情况下，标语过多过滥、口
号喊得震天响，恰恰是对执行无效、执行不足的一种

掩饰。
２．用召开会议代替执行

当前，有的领导干部“开会就是落实”的观念根

深蒂固，即认为执行政策就必须开会，会开得越多，
政策执行得就越好。 反之，不开会就是不重视、不落

实政策。 所以，他们患了严重的“会议依赖症”，一
有执行任务，首先要做的是“开会贯彻”。 通过召开

会议，“一级讲给一级听”，讲过了，就算落实政策

了。 在某些地方，“开会贯彻”呈现五个方面的特

点。 一是会议数量多。 一项统计显示，县级政府平

均每一个工作日 １．５ 次会议，这还不包括一些小型

的非正式会议。⑤一些干部戏称“不是在开会，就是

在去开会的路上”。 二是会议规模大。 有些单位为

追求轰动效应，肆意扩大参加会议的人数甚至动辄

将会议直接开到基层。 三是会议规格高。 这主要指

“陪会”现象。 无论什么会议，总要邀请党政主要领

导坐在主席台上，邀请上级职能部门领导来捧场，以
期“开会贯彻”的消息出现在网站上、报纸上。 四是

会议时间长。 会议上，各方表态多调门高，大话空话

套话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致使短会变成长会。 五是

会议内容空。 会议组织者习惯于作“传声筒”“二传

手”，只负责沿着科层命令的链条传递政策议题，而
没根据本地实际对执行计划、执行思路进行创新，会
议内容虚多实少。 单靠召开会议并不能将政策转变

为有效的基层行动，相反，当开会成为执行主体的主

要工作时，会议可能妨碍真正意义上的执行活动，因
为执行主体没有时间抓落实。

３．用制作文件材料代替执行

钱穆指出，传统中国盛行“文书政治”，“一条条

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反复，把紧要公事

都停顿了”⑥。 “文书政治”的实质是尚文政治，文
件多而行动少、落实差。 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某些

部门存在的“以文件落实文件” “公文旅行”执行任

务仅在纸上“空跑”等现象，是“文书政治”的一种延

续。 对于执行工作，这些部门仅满足于层层转发文

件、密集发文，从字面上要求“高度重视” “深入贯

彻”，而不管实际落实效果。 个别部门在文件发布

后，还要求下级按时提交执行总结、执行经验、执行

动态等文字材料。 甚至执行工作还未启动，就要求

下级上交上述文字材料，以至于下级不得不“执行”
未动，“材料”先行，把蓝图当作现实，把计划当成经

验总结，把试点当作工作实绩，从而形成弄虚作假的

不良风气。
４．用检查考核代替执行

检查考核对于识别政策执行偏差、激发执行主

体的内在动力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整个政策

执行过程来说，检查考核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当手

段变成目的、为了“检查考核而检查考核”时，就会

出现执行故障。 一些部门在检查考核方面存在不少

问题，使检查考核完全“变味”。 另外，由于缺乏统

一的协调沟通，与某一政策相关的各个职能部门往

往自主布置检查工作，导致多个部门多批次重复检

查同一政策事项。 有基层干部坦言，一天要接受五

六个部门检查。⑦各种检查如走马灯般，执行主体疲

于应付、迎“检”不暇，必然会耽搁“正事”即抓落实

工作。 在某些地方，检查往往只看表层现象，侧重于

强调是否“留痕”，如是否在工作场所拍照、录视频、
建微信群。 某地要求，凡有活动必有“专属”笔记，
凡是笔记必要“严格”检查（无非是看字迹、数页数，
走过场）。⑧除了检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指标式”
考核、“算账式”考核。 与这些考核相伴的是五花八

门的表格。 为了填好表格、应付考核，执行主体必须

准备大量资料。 这样的检查考核、评比排名其实是

无意义的执行活动。 基层百姓形象地说：“奖状一

屋子，工作还是老样子。”
５．用调查研究代替执行

在某些部门，调查研究异化为一些干部做执行

姿态、标榜执行贡献的必经程序，助长了象征性政策

执行行为。 例如，有的地方搞“彗星式”调研，即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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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场、讲官场，一级一级的层层陪同。 结果，“一进

村，人连成一串、车排成一队，从头到尾望过去，就像

拖着一个长长尾巴的彗星”⑨。 有的地方搞“走马

观花”式调研，即不是深入田间地头去听民声、察民

情、解民忧，而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人到心不

到”，甚至仅隔着车窗看风景。 也有的地方搞“选择

性”调研，即回避执行任务重、困难较多、矛盾突出

的地方，去那些政策执行条件好、干群关系和谐的

“经典调研基地”。 其他的种种“走秀式”调研，如
“钦差式”调研（忙于听汇报、作指示、提要求，而不

是虚心请教）、“遥控式”调研（要求下级替自己做访

谈、搜集数据），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形式主义的表

现，与政策执行处于脱节状态，“调查研究隔层纸，
政策执行隔座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６．用局部包装代替执行

有的干部为了打造政绩亮点，不惜将有效的政

策资源集中在“样板”身上，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
的“盆景”。 例如，某些经济落后地区的领导干部在

生态保护方面热衷于建设湿地公园、绿地草坪、豪华

厕所等见效快、看得见、华而不实的工程，以遮蔽自

己在优先解决河流水质、水源地环境、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等问题方面的失职。⑩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
有的干部认为贫困户家里不好看，就给买新的衣服

被褥，再花钱把房子内外粉刷一遍，并未解决贫困户

的实际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 搞形象项目、面子工

程说到底是政绩投机，即在政策执行不到位、执行不

作为的情况下，妄图“以形式取胜”，通过抓“样板工

程”，博得上级的重视、迎合上级的喜好，捞取政治

资本。 “局部的亮点”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是
“花钱买民怨”，不仅难以提升实质上的执行效果，
反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障碍。

二、象征性政策执行产生的根源

在象征性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公开形式上

显得在努力为一个项目做贡献，私下则只是稍微做

一点（象征性的）贡献”。 这种内容与形式背离的

原因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象征性政策

执行产生的根源。
１．政策自身缺陷

政策自身质量对政策执行具有重要影响。 “我
们不能把政策失败仅仅归咎于项目的执行，还应当

把它归因于界定和设计项目时存在的更为根本的问

题。”政策内容的宽泛笼统、模糊含蓄，通常是政策

制定者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为了回避决策过程中的

利益冲突，形成令各方满意的政策文本，政策制定者

往往将模糊的语言付诸文本，用抽象的语言阐述尚

未作出定论的东西。 只有这样，才能令各方达成一

致，促进政策尽快出台。 但是，模棱两可的政策内容

对“什么正在被执行”缺乏明确的界定，难以为执行

主体提供明确的指引，这会为象征性政策执行埋下

伏笔。 有学者指出，政策的模糊性导致难以对执行

者提出明确的任务指标和时限要求，“地方政府就

会仅仅停留于形式性、仪式性活动，热衷于‘做表面

文章’”。 对于许多大型政策来说，其目标是多元

而冲突的，这往往赋予执行主体较多的裁量权，为他

们根据自身偏好阐释政策目标提供了便利，也为其

推行象征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了弹性空间。 一些政

策的目标定得太高，规定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上

级的压力下，执行主体被迫采取象征性政策执行，这
是既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２．政策资源不足

有效的政策执行以充裕的资金为前提条件。 有

学者指出：“公共机构的执行活动通常耗费大量经

费，历时多年，并且项目和计划要求持续的资金投

入。”如果资金匮乏、资源短缺，在财政压力下，执
行主体采取仪式化、符号化执行行为可能是一种理

性选择。 与政策执行的资金需求相比，政府所拥有

的财政资源总是有限的，因为政府需要处理的政策

议题远超它所拥有的资源总量。 这种资金缺口导致

某些领域的政策执行缺乏实效，特别是在执行优先

排序处于劣势的政策类型。 资金紧张在官僚体系的

底层和执行机构的末端表现得特别明显。 政府的低

层级行动者是成功执行的关键，但是“街头官僚”拥
有的资源极其有限，这种责任和资源的不对等性导

致处于一线的基层官员不能或不愿保质保量地执行

政策。 当然，政策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资金，也包括其

他资源如人员、权力等，如果与执行需求不匹配，仪
式化策略在执行过程中就会有潜在市场。

３．执行阻力巨大

基于执行的重要性，压力集团将之作为施加压

力的目标，目标群体将之作为影响或干扰的对象，政
府部门将之作为争夺控制权的场所。 因此，“在政

策执行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在政策制定阶段，遭受损失的外部团体或者利益、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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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被遗漏的外部参与者往往反对该政策，努力扭曲

现行政策，使其向自己更愿意接受的方向转变，从而

使政策偏离初衷。 随着政策的出台，原来支持政策

制定的社会组织会逐渐关注其他政策问题，原有的

政策社群和议题联盟趋向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执
行主体难以获取足够的社会力量帮助自己克服执行

困难、化解阻力。 如果执行主体缺乏担当精神、毫不

妥协和坚忍不拔的执行意志，政策执行就会出现徒

有表面、形同虚设的情况。 尽管上级监督可以强化

执行动力、增强责任意识，但是基层执行者通常面对

监督压力递减的局面。 “如果一个人能在国家官僚

体系中确定一个监督最为松弛的点，那可能就是这

里了，因为上级领导离地方很远，而且他们对地方情

况不熟悉。”所以，在同时面对社会反抗的压力和

上级监督的压力时，秉持功利化思维的执行主体会

敷衍执行，用象征性行为满足上级的执行要求，逃避

弱势监督，同时回避社会反抗和政治矛盾。
４．绩效评价障碍

绩效评价是有效识别象征性政策执行的科学方

法，也是提高政策执行质量的激励机制。 但是，现实

中的障碍可能使绩效评价陷入“测评的泥潭”。 与

私人部门相比，公共部门没有盈利性检验或利润控

制概念，很难用可靠、精确的指标衡量执行绩效。 因

此，公共部门“存在强烈的对评估研究的敌意和对

于象征研究的偏好”。 也就是说，公共部门寻求反

映其执行适宜性的外在衡量标准，竭力展示对自己

有利的证据。 然而，这些证据与实质上的执行绩效

并无多大的关联性，只不过是在绩效计量不明确的

情况下，彰显执行绩效的一种手法。 完整的执行绩

效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两个部分，二者有着明

显区别。 由于前者容易量化，后者较难进行定量分

析，在强调实证、科学的名义下，往往存在重政策产

出、轻政策影响的倾向。 如通过执行主体开了多少

会、上交了多少材料、发了多少文件（政策产出）来

衡量执行绩效，至于这些执行活动的实质性后果

（政策影响）如何，则无人问津。 这种做法实际上契

合了象征性执行行为。 其他障碍如归因性问题（执
行行为与执行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政
策资源投入和行为的重叠性、政策影响的分散性等，
也制约从数量上准确地衡量执行绩效。 这些困难妨

碍了绩效评价应有功能的发挥，使有关方面不能在

辨别象征性执行行为的基础上，精准打击、纠正象征

性执行行为。
５．信息沟通不畅

在执行记录、执行信息公开的情况下，执行结果

得到了清晰的展示，防止逃避执行责任是显而易见

的。 所以，透明性有助于执行主体强化自律，远离象

征性执行行为。 即使发生了象征性执行行为，在舆

论关注和公众压力下，执行主体不进行自我纠正的

话，人大、纪检监察机关等各种问责机构也会介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破除执行“黑箱”、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是防治象征性执行的重要利器。 但是，作为执

行信息的最重要来源，执行机构往往不愿意公开有

用信息。 在传统的“隐秘性行政文化”的影响下，一
些执行主体以专业机密为名，戒心十足地守护着任

何执行信息。 对于政府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执行

主体奉行“报喜不报忧”原则，积极进行信息过滤，
导致“信息失真”。 克里斯托夫·鲍利特指出，官僚

组织“存在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让下级的员工‘过
滤’和‘歪曲’组织深层次正在发生的各种信息，以
便呈报给老板的画面大部分都是瑰丽的一面”。
所以，少数执行主体的“欺上瞒下”行为，导致“信息

壁垒”，增加了治理象征性政策执行的难度。

三、象征性政策执行的治理策略

辩证地看，象征性执行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象征性执行的重要功能“在于满足心理与政治的需

要，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象征性政治和政策戏剧现

象”。 当某个政策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但解

决问题的条件尚不具备或者超过了政府能力时，象
征性执行可以表明政府的态度和对问题的重视，向
群众显示它正在采取行动，以便从情感上、意识形态

上安抚利益集团和目标群体。 虽然象征性执行没有

成功地解决政策问题，但也比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

动、无动于衷要好，因为象征性执行所带来的“象征

性的放心”，可以在短期内（长期则有害）增加政府

的合法性，拉近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另外，尽管

一些政策的初衷是通过象征性执行安抚群众，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形势的改变、公民意识的觉

醒，“假执行”也会变成实质性执行。 虽然如此，从
增强政策执行力的角度来看，象征性执行与严肃而

认真的执行是根本对立的。 它损害政策执行效果，
增加执行成本，严重浪费社会资源，危害政府的公信

力和良好形象，是必须摒弃的一种执行形式。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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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执行产生的根源，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有效防

止这一现象的产生。
１．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

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就是指在政策过程的开始

阶段对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给予特别的关

注，对象征性执行行为出现的概率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政策方案、抉择政策选项

时，必须一体化考虑决策和执行，将执行可行性纳入

政策设计之中，坚决抛弃不可行的政策革新。 在传

统的粗放式政策制定模式下，存在将争议留待执行

环节的策略性考虑，主张执行官员“将有争议问题

变成常规工作”。 这导致一些政策目标模糊不清、
政策内容宽泛空洞。 “任务模糊或相互冲突的官僚

机构做得较差，输出和结果都易于观察的官僚机构

做得较好”。 所以，在政策形成阶段，“深谋远虑”
地将宽泛的政策目标操作化为具体的、可测量的目

标，明白清晰地规定输出及结果的评价方式、标准，
尽可能为执行提供便利，有利于压缩象征性执行的

空间。 当前，大多数政策问题具有跨部门性质，需要

官僚制下的多个部门协调合作进行跨域治理，“组
织间政治”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 官员之间

的“合谋”可以使象征性执行畅通无阻，官员之间的

竞争（扯皮推诿、互相掣肘）可以使象征性执行成为

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克服上述弊端，必须明确责任

归属，在政策构思中明确政府内各部门的实际工作

范围、特定人员的执行任务。
２．突出绩效评价的结果导向

充分发挥绩效评价作用的关键是强化结果导

向。 如前所述，政策输出与政策结果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政策输出侧重于物质层面，包括资源投入和

服务的分配等。 政策结果指政策输出对现实世界产

生的所有效果，政府的执行措施给社会带来的改变

和变化，以及对目标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对政策环境

带来的影响。 政策输出与政策后果可能是背道而驰

的，用输出来衡量执行主体的表现，并不能得出正确

的结论。 对政策输出的考查看似能表明，为执行某

些政策许多事情都在进行，但是，这很可能是对政策

输出计算、加总后， “统计数据制造出进步的幻

觉”。 所以，要强化结果导向，评价执行绩效主要

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政策的社会影响如何、群众

的评价怎么样。 同时，要把结果监测与预算联系起

来，将结果评价与所分配的资金挂钩，从而使做“虚

功”、搞“花拳绣腿”等错误执行行为失去资金支持，
逐渐失去市场。

３．树立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

在政府系统中，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具有重

要的示范作用。 用对一人，带动一片，推动形成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用错一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效应，严重恶化社会风气。 这一点对于政策执行队

伍建设来说尤其明显。 政策执行的核心人物是政府

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具有将文本政策付诸

执行的权力，既与政策制定者保持经常性联系，又与

政策的受益者和反对者打交道，承担着将国家资源

传递到全国各地的村庄和城镇、把政策目标和意图

渗入社会、使政策规范变成人们日常行为规则的重

要职责。 由于执行人员占据关键位置，其主观认知、
执行心态等对政策能否真正落实至关重要。 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的利益考量主要是职位本位。
“执行者们首当其冲的动机是职位本位———保住职

位和升迁的考虑。 职位本位为执行者提供了一套标

准来衡量压力、评估任何可能影响其仕途的因

素。”因此，应将执行人员的选拔任用作为杠杆，督
促执行人员敢于担责、积极作为，在执行队伍中形成

求真务实、实干苦干的氛围。 需要注意的是，象征性

执行者善于表现自己，以“虚绩”邀功请赏，靠“作
秀”混淆上级视听，在职位晋升中容易得利。 所以，
上级领导要有知人之明，识人之智，严格执行干部选

拔任用制度，决不能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的“形式

家”上位，决不能让擅长象征性执行的“表演家”得
势，真正把崇尚实干的干部提拔到重要位置，积极营

造担当作为的政治文化。
４．增强监督的威慑效果

执行人员接受多层次授权并履行执行责任，授
权方与他们形成委托—代理关系。 在理想的情况

下，代理人在本质上只是委托人的一种机械性工具。
然而，代理人与委托人在利益、目标上绝不是完全一

致的，所以，委托人容易遭受代理损失，即代理人为

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减少代理

损失，必须强化监督工作。 “仅仅是被监督的可能

性，也会促使代理人先期修正不能很好服务于委托

人的行为。”如果再辅以制裁程序、惩罚措施，则监

督的威慑性更强。 所以，应将监督作为克服象征性

执行的重要手段。 要拓展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创新

监督的方式和渠道，提高发现执行问题、解决执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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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实效。 在运用好常规监督方法的同时，发挥好

督查组、督导组、工作组、巡视组、巡查组的作用。 调

动社会组织监督的积极性，将社会组织监督纳入执

行监督体系，把自上而下监督的威严和自下而上监

督的组织效能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
５．提升信息沟通的有效性

信息链的完整、信息沟通渠道的多元化，可以使

象征性执行行为无处藏身。 要依托互联网，形成突

破时空限制、打破部门界限、破除等级壁垒的数字化

信息沟通态势，用更加廉价的渠道及时快捷地传递

执行信息，培育更具知情权的公众。 要采用暗访、下
访、随机抽查等方式，及时跟踪执行动态，了解下层

执行机构和一线执行人员对政策问题的真实看法，
掌握第一手的信息，克服科层体系中信息沟通容易

失真的弊端。 要将目标群体参与作为执行信息反馈

的重要渠道和重要的“声音机制”。 作为政策作用

的对象，目标群体的利益与政策执行息息相关，他们

有动力关注政策执行状况，有机会亲身体验政策影

响，对政策结果最有发言权。 而且，目标群体贴近基

层、人数众多，是上级领导者的天然耳目和重要信息

员。 所以，要畅通目标群体参与渠道，推动他们更快

更深入地走进政策执行过程。 尤其是，目标群体要

拥有传递负面执行信息的通道。 如果“目标群体缺

乏将执行的失败公之于众的联系和手段，也不能将

执行不利的毁灭性信息上报并影响高层的国家领导

人”，那么目标群体就不能扮演有价值的信息提供

者的角色。 因此，要将人们抱怨、公民投诉、群众上

访等参与方式作为重要的信息反馈渠道，确保象征

性执行行为不被“捂住”“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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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ｉ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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